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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应循原则∗

肖 　 峰

　 　 摘　 要：脑机接口是一种行将深刻改变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前沿技术，主要表现为对身体失能者的医治和

对健全人的增强。 在将其用于治疗时，面临知情同意和隐私保护的伦理难题；而将其用于增强时，则面临新的不平

等、向“超人类”进化时突破生物学限度后有可能丧失人的本质等伦理难题。 合理辨析及理性处理治疗中的伦理难

题，才能使脑机接口技术发挥好服务于人的现实功能；而预见和了然增强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难题，对脑机接口技术

健康地走向未来则具有道德引领的意义。
　 　 关键词：脑机接口；伦理；知情同意；隐私；治疗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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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机接口（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简称 ＢＣＩ）
是一种在人脑和计算机及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起通信

连接的技术，人通过它可以迈过自己的身体（肢体）
而对外周设备实施“脑控”或“意念制动”，从而帮助

身体残障的人士重拾行动的能力，所以具有特定的

治疗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走向增强，由此对人的

身体和认知等方面形成深刻的改变［１］ 。 对于脑机

接口这样一种可以深度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

新兴技术，必然包含大量的伦理问题，从而需要遵循

相应的伦理原则，其中既有一般的技术伦理原则

（如善用、安全、公正、代价、责任等原则），也有特定

的医学伦理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需要专门

侧重于脑机接口的伦理原则，这就是知情同意原则、
隐私保护原则和治疗重于增强的原则等，可以说它

们是脑机接口使用和研发中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

一、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医学伦理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

尊重人的自主性的具体表现，而脑机接口由于是旨

在恢复人的自主性的技术，是可以满足“恢复自为

权和自主权”“增强自决权”等需求的技术［２］ ，只有

具备这样的能力，一个人才有权由自己决定是不是

“同意”使用脑机接口技术，由此牵涉到知情同意的

问题。 但脑机接口的需要者通常也是一些很难表达

自己意愿的病人，有的还因沟通上的困难而难于全

面理解脑机接口的利弊风险，使得他们无论是对于

治疗效果和风险权衡关系的“知情”，还是准确地表

达自己是否“同意”（包括是否是建立在“知情”基础

上的同意）或犹豫以及为什么犹豫等，都显得尤为

困难，由此成为知情同意原则落实在脑机接口使用

中的难题。
先来看看“知情”的复杂性。 脑机接口的使用

面临知情同意方面的特殊困难，首先在于这种医疗

手段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之“情”难以被简洁清晰

地阐释清楚以及被充分地理解，从而达到透彻的沟

通。 例如，相对其他方案来说，ＢＣＩ 技术所带来的风

险和利益是否能被清晰地阐释并为患者所理解？ 患

者是否被告知并接受 ＢＣＩ 将从其大脑中提取信息这

一事实？ 患者是否了解提取这些信息后可能导致的

后果（如隐私的泄露， 甚至可能引起法律后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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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脑机接口在知情同意问题上的复杂性，拉奥

（Ｒａｊｅｓｈ Ｒａｏ）这样描述：在受试者是不能交流的闭

锁综合征患者的情况下，应由谁来代替其进行知情

同意？ 是否征得看护人的同意就足够了？ 对于有认

知障碍、不能完全理解使用 ＢＣＩ 所带来的风险与利

益的患者，能征得他们的同意吗［３］２１９？
一些很复杂的可能性后果如何使患者或受试者

知情？ 尤其是当其不具备相关知识从而不能理解某

些后果的“确切含义”时如何达到知情？ 如人脑在

接入脑机接口后对机器的适应性可能导致中枢神经

系统潜在的有害变化，甚至对人的身心完整性带来

风险，使得每个脑机接口的候选用户必须被正确告

知脑机接口诱导的大脑适应性和可塑性的潜在有害

影响［４］ 。 而理解这种可能的有害影响，必须通过细

致的解释和沟通才有可能使患者明白。
另外，个体对 ＢＣＩ 的知情常常还会受到公众对

ＢＣＩ 的知情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后者构成前者的知

识背景。 公众对 ＢＣＩ 的知情通常与媒体所进行的介

绍和展望有关，媒体的介绍和展望不准确使得公众

了解的脑机接口知识也不准确，从而使得接受脑机

接口治疗的患者也对其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 对

此，脑机接口的一些业内人士甚至对媒体常怀“避
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提出具体的建议：在与媒体谈

论 ＢＣＩ 时，最好不要对未来（３—５ 年左右）或目前无

法预见的突破进行任何猜测。 在哈斯拉格（Ｐｉｍ Ｈａ⁃
ｓｅｌａｇｅｒ）看来，媒体可能对科学家的发言产生误解或

进行不充分的解释，导致上述两个问题变得更加严

重。 正如大多数与媒体打交道的人都知道的那样，
记者们头脑中会有一个他们想要告诉受众的特定故

事，这是很正常的。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但媒体通常

还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而不是报道科学

家的怀疑和保留意见。 科学家的话也经常被支离破

碎地引用，而不是出现在他们的完整信息中，从而很

可能会被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再加以传播，其危害就

会变得难以预期。 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在介绍

像脑机接口之类的新技术时，要尽可能明确地关注

科学“确定性”中包含的普遍局限性，特别是 ＢＣＩ 在
当前的有限性；需要将话题和说明性案例的讨论限

制在短期内，避免误解或夸张的标题，不能煽动公众

对新技术的过分主张或期望［５］ 。 可见，媒介伦理对

于实现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就是说，鉴于 ＢＣＩ 研究存在独特的风险，以及受

试者很难全面地想象和理解这些风险，使得向患者

详细解释 ＢＣＩ 的风险、缺点和益处是至关重要的，但
在实践中非常复杂［５］ 。 尤其是对于植入式的有创

伤的 ＢＣＩ 的研究和应用，鉴于其潜在的风险而变得

更加复杂，使得知情同意在 ＢＣＩ 研究中尤其困难

（尤其是在这种研究具有侵入性时） ［６］ 。
再来看看患者表达“同意”的复杂情况。 脑机

接口用来实施治疗的对象常常是那些缺乏知情同意

所需要的自主表达能力的患者。 脑机接口本就是用

于“恢复自为权和自主权”的，而有了这样的自为自

主能力后，人才能真正做到知情同意。 也就是说，脑
机接口作为治疗手段所面对的对象有可能是因为神

经系统疾病而丧失了自主表达的能力，那么如何才

能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 可以说，知情同意“对于

非残疾人来说是不太复杂的，因为他们不存在交流

的局限性和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 ［７］５０２，但对于残

疾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失去自主表达能力的患者来

说，要告知其治疗的信息并获取其真实的意愿，则具

有极大困难和挑战性，因为患者可能连表达他们

“同意”的能力都不具备；即使有了某种模糊的表

达，也很难确定是在多大程度表示了他们的同意，是
一种充分的同意还是勉强的同意。 当然，脑机接口

本来就是可以用来“读心”的，所以当患者失去自主

表达能力时，是否可以用脑机接口来探测其真实的

意愿？ 于是知情同意是否可以被脑机接口本身来代

理？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或对脑机接口“读心”的准

确性的认可度上，这一代理的方案还很难得到普遍

接受。 因为至少在目前，认为 ＢＣＩ 可以使那些根本

不会交流的人进行交流，不过是媒体不恰当地夸大

和粉饰所造成的误解［５］ 。
哈斯拉格等人还专门探讨了患者表达的信号较

弱或不可靠时所导致的在获得同意方面面临的挑

战：如何才能确定研究人员和医生在多大程度上正

确解释了患者的同意、需求或其他的信息请求？ 在

可靠地识别病人“是”和“否”的特殊信号之前需要

进行哪些相关的研究？ 一个微弱或模糊的信号是在

表明生理上无法做出清楚的反应还是在表达病人心

理上的矛盾、困惑或优柔寡断？ 我们如何知道病人

是否能听到并理解问题、病人是否有认知能力得到

正确的答案，甚至病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是有意

识的？ 如果患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如何才能准确

地知道这种改变？ 如此等等［５］ 。 弗莱克 （ Ｒｕｔ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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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ｌｅｋ）等人则引用了一则案例提出这样的问题：仅仅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而表达的同意是不是真正的知情

同意？ 医生希望一位因中风而瘫痪的患者参与一项

使用脑机接口是否可以加速康复的研究，该患者同

时患有轻微的认知障碍，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

研究存在的风险，但对自己的医生十分信任。 这种

情况下，即使是患者同意，也可能并不是建立在知情

同意的基础上的，而可能是基于信任的强制性，所以

有可能并不适合参与这一试验［８］ 。 纳切夫（Ｐａｒａｓｈ⁃
ｋｅｖ Ｎａｃｈｅｖ）等人则看到：完全的闭锁综合征（ＣＬＩＳ）
患者伴随着知觉能力、思维能力和注意力的普遍衰

退，会逐渐成为受意识障碍影响的人，而这样的人是

否具有操作脑机接口所需的心智能力，这一点还不

明确；目前关于意识的哪些方面必须存在才能使用

ＢＣＩ，以及如何在行为无反应的患者中检测到这些

必要的意识，还是一个棘手的科学问题［９］ 。 这都给

用于治疗的脑机接口带来了知情同意上的困难。
面对 ＢＣＩ 背景下知情同意的难题，研究人员既

提出了某些应对的原则，也有各种力图解决这一难

题的构想。 前者如，对于不构成重大风险的脑机接

口，被试者只要能提供知情同意（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ｓｅｎｔ，能
回答是或否）就可参加，无须提供复杂的知情同意

书（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能够问问题） ［７］４２７。 后者如，
研究人员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地与患者沟通，在最简

单的层面上，包括确保明确地提出问题，并每次提出

一个问题后，都给患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回

答。 如果病人在回答问题时没有“是”和“不是”的
模态，而只是保持一种状态“是”，则必须采取适当

的步骤来区分这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反应。 还可

以精心设计一些实验，包括使用肌电图追踪，来对患

者的回答加以客观的验证，甚至量化我们对患者交

流能力的解释。 显然，迄今还没有什么简单的伦理

程序可以推荐给患者，但与患者进行反复且仔细地

对话，应该能保证他们最大限度地了解 ＢＣＩ 系统及

其局限性和可能性。 研究人员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来验证患者对所讨论问题的理解，可能通过适

当的询问“理解”问题，或者让患者对风险和可能的

好处进行评估。 如果正在考虑的手术风险很高，那
么要细致地了解：在何种程度上病人的决定是基于

理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是基于绝望的（鉴于目前已

知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带来希望）。 需要尽可能确定

病人不能接受的疼痛或风险程度。 应澄清对 ＢＣＩ 的

期望，并小心地解决误解［５］ 。 特里（Ｐｅｔｅｒ Ｔｅｒｒｙ）指
出，获得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在一张纸

上签字。 显然，如果病人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下降，尽可能早地开始这个过程是可取的，并尽一切

合理的努力解释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１０］ 。
归结起来，如何判定交流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

的患者的意愿，医生或实验人员如何正确理解患者

的意愿，如何使脑机接口的效益与风险为患者所全

面而透彻地“知情”，这些都是脑机接口在当前用于

治疗所面临的难题。 虽然使用脑—脑接口来与患者

直接沟通仍处于概念阶段，但不失为将来更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的依靠。 患者在将来可以通过“脑沟

通”来表达知情同意，这种脑沟通实际上也是通过

脑机接口来获得“有效理解和处理所提供信息的能

力，她 ／他整合所提供信息以做出连贯的个人决定的

能力， 以及她 ／他感知临床选择的相关性的能

力” ［１１］ 。 所以，当患者从不具有到具有知情同意的

能力时，也意味着他 ／她在这方面借助脑机接口而成

了正常人。 也就是说，为了使脑机接口适应症的患

者能够充分做到知情同意，还需要开发能够进行脑

沟通的更高水平的脑机接口；而追求和坚守知情同

意的医学伦理原则，也可以成为提升脑机接口技术

水平的强大动力。

二、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是脑机接口使用中面临的又一个重要

的伦理难题。 某种意义上隐私保护也是“知情同

意”的另一种表述：在没有得到信息被采集者的知

情同意之前，不能将所采集的信息用于其他目的，否
则就是侵犯了被采集者的隐私。 同时，脑机接口如

果被有意地用来窃取他人的隐私信息，无疑是对技

术的一种不正当的使用抑或就是技术的恶用。
从技术特性上看，脑机接口是可以读懂人的内

心的技术；或者说，有效使用脑机接口的前提是要通

过机器准确地“读出”使用者脑中的所思所想，即
“读心”，这一环节使得大脑的信息即人脑深处的思

想可能被彻底“坦露”在机器面前，而大脑信息可能

是所有信息中最隐秘的和私密的信息［１２］ ，所以被

专门称为“脑隐私” （Ｂｒａ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它包括从大脑

观测中获得的一个人的记忆、思想、大脑的健康状况

及其他相关的信息［１３］ 。 脑机接口所进行的脑信号

监控，无异于使脑隐私完全透明化，其中包括脑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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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使用者并不愿意被展露出来的隐私信息。 当

然，这样的隐私如果仅为机器所“知晓”，似乎还问

题不大，因为无意识的机器并不会利用这些隐私信

息去“有意”作恶。 但记载有隐私信息的机器一旦

被其他人（如医生和研究人员）所掌握和解读，则会

因隐私泄露而面临后患。 而且，这种泄露还可能有

更多的方式甚至更糟的后果发生，例如，“在 ＢＣＩ 和
大脑之间进行无线通讯时，如果没有进行加密或所

使用的加密技术不够强大，那么信息可能被截

取……个人的思想、见解和信仰可能会被犯罪分子、
恐怖分子、商业企业、间谍机构以及司法机关和军事

组织窃取、记录和利用” ［３］２１９。 如果再有“脑间谍

软件”（ｂｒａｉｎ ｓｐｙｗａｒｅ）的帮助，则无论记忆于脑中的

脑信息还是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神经数据都可能被攻

击者非法访问，从而数字存储的神经数据可能会被

黑客窃取，或被用户授权访问的公司不当使用［１２］ 。
这无疑会使隐私问题成为更加严重的伦理问题。

脑机接口的“读心”功能导致隐私不保的问题，
尤其是当 ＢＣＩ 被不正当使用的情况下，更可能被当

作恶意收集和利用他人隐私的手段，这已为多方面

的伦理研究所揭示。 如阿加瓦尔（ Ｓｗａｔｉ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等人认为：用于解码人的情绪状态的 ＢＣＩ 非常接近

于大脑阅读；大脑植入物与大脑直接接触，这可能会

侵犯用户隐私，与隐私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信息安全

问题，如果隐私信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就会对用户

造成损害［１４］ 。 克莱因（Ｅｒａｎ Ｋｌｅｉｎ）等人则看到：当
闭环设备记录大脑的电活动时，它可以揭示各种信

息，如心理特征、态度和精神状态，如果这种信息被

黑客有意窃取，则极可能对用户造成有害后果［１５］ 。
弗莱克等人指出：在使用脑机接口时，受试者可能没

有意识到从自己大脑获得信息的程度，而 ＢＣＩ 设备

可以揭示出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引发潜在的

问题，如在工作场所中的歧视［８］ 。 安东尼（ Ｓｅｂａｓ⁃
ｔｉａ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指出，脑机接口可能会为怀有恶意的

人提供针对人们大脑的手段，如黑客可能会将图像

传输到 ＢＣＩ 用户的大脑，然后从用户的潜意识大脑

活动中提取知识，挖掘或窃取数据信息，甚至对被入

侵者的大脑进行破坏和控制［１６］ 。 伊恩卡（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Ｉｅｎｃａ）和哈斯拉格还用“无线劫持”来描述可能发生

于脑机接口领域中的隐私侵犯，一些黑客可能通过

无线技术手段对神经刺激疗法进行恶意的重新编

程，产生有害的大脑刺激，并窃听大脑植入物发出的

信号，从而窃取他人的隐私信息［１７］ 。
即使是“正当”地使用脑机接口，也可能会“连

带”地牵涉到隐私暴露问题，如为了监控和改善一

个人的注意力而佩戴脑机接口头环时，也会同时发

现其抑郁、焦虑、愤怒或疲劳等脑部活动状态，而其

中就可能包含 ＢＣＩ 使用者所不愿透露的隐私情绪。
就是说，当人脑的信息可以被脑机接口“读取”

时，就意味着脑中的隐私有可能遭到泄露或窃取；一
旦接上脑机接口（包括植入脑机接口）后，我们的思

想就处于可被全盘扫描、读出和监控的状态之下，使
得“大脑窃听”“人脑入侵”可能时时发生，我们就无

时不处于泄露自己私密信息的危险之中。 脑机接口

此时形同于“探照灯”，接入它的人则形同在探照灯

下“裸奔”，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

得不到保障。 斯拉沃伊·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这样

描述：在过去十年间，激进的数字化联合扫描我们的

大脑（或通过植入追踪我们的身体进程），开辟了所

谓的后人类前景，这实际上对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扭

曲关系构成了一个威胁，即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对我

们无所不知的外部机器，从生理到心理，比我们自己

还要更懂我们；（这个机器）记录了我们吃过、买过、
读过、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东西；懂得我们的情绪、恐
惧和快乐，这个外部机器将绘制出一个比自我意识

更准确的画像［１８］ 。 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当其

成为一种被普遍使用的手段时，如果再被恶意地窃

取隐私，就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脑机接口的使用中不仅可以发生直接“读心”

而导致的隐私泄露问题，还可能产生因数据的生成

和储存所形成的隐私被侵犯的危险，因为这些数据

中可以提炼出对个人特性的全面而准确的描述。 坎

利（Ｔｕｒｈａｎ Ｃａｎｌｉ）对此指出：“脑成像数据再结合一

个人的生活史和遗传信息，就可以十分准确地预测

这个人的行为和性格。” ［１９］在实验中使用脑机接口

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记录和获取大量的数据，对
此，拉奥提出了一系列询问：“在实验中记录的是哪

一种神经数据？ 这些数据会揭示出一些受试者不愿

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吗？ 这些数据要存储吗？ 如果要

的话，需要存储多久？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受试

者的数据能与其他研究人员共享吗？ 这些都是研究

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对部分人类受试者进行审

核的过程中的典型问题。” ［３］２２０即使不是直接的隐

私信息，也可以通过“隐私挖掘”技术从脑机接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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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数据中获取大量隐私信息，类似于从一个人

的神经元中“提炼”出他的隐私。 人本来就置于大

数据的监控之下，而置于脑机接口之下后，人比置于

大数据之下更加“透明”，也更加软弱，其受控和受

制将更加彻底。
脑机接口的未来设想中还有所谓“心联网”或

“脑云接口”，即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人脑与人脑之间

或人脑与云端数据库之间的互联。 面对这一高级形

态的脑机接口，首要的问题是“你愿意接入吗？”显

然，如果选择接入，你的个人隐私就可能全部暴露，
你“内心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成为网络上被“共享”
的公共信息，你将完全失去内心的神秘性、神圣性、
个体性和私人性，与那些没有接入的人就会形成一

种新的不平等，即在脑—脑接口中形成一种“单向

接入”：我可以进入你的脑中直接读取你的心灵，而
你不能进入我的脑中读我的内心；从而“我知你心”
而“你不知我心”，形成一种不对等的脑—脑接口，
这种不对等将是心灵深处的不平等，是基于对隐私

掌控的最深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人脑中的隐私被

掌握技术优势的人所侵蚀，失去隐私的人就会沦为

完全服从他人的奴隶［２０］ 。 基于“读心”的隐私窃

取，最终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控脑”即控心的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直接控制你的认知体验，进而让你

改变你的看法。 将来只要有几个工程师研发出一种

技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就会瞬间重塑” ［２１］ 。
所以如果不提前解决好隐私保护问题，将使人人都

对“脑云接口”望而生畏。 在施旺（Ｍｅｌａｎｉｅ Ｓｗａｎ）看
来，要想让个人愿意加入云思维，其中的一些必要条

件包括隐私、 安全性、 可逆性和个人身份的保

留［２２］ ，至关重要。
脑机接口在以后还会以无接触的方式存在，它

可以通过极度灵敏的感受器来探测远处的人脑信

息，读取其脑中的所思所想，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很容

易就可外在化的观察对象，这必然对隐私的保护形

成更严峻的挑战，以至于不得不质疑脑机接口的使

用是否意味着“隐私的终结”？ 可以说，大脑信息或

数据是隐私的最终保留地，一旦它可以被容易和随

意地探测与收集，就不再有任何隐私可言。
隐私保护对人来说确实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隐

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有的哲学家认为隐

私是一种基本的不能削弱的权利……隐私权是一种

其他重要权利诸如行使个人自由或个人自主权的必

要条件。” ［２３］ “隐私是每个人真正自由的认证”，
“它使我们做我们自己”，“实现真我”，并在与外界

隔绝的情况下“变得更具有创造性，获得精神上的

发展机会”；它也是人们“对自己道德行为负责的一

种方式”，“如果人们没有隐私权，那么他们就要一

直在公众场合戴着面具，这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

康” ［２４］２０７－２０９。 而脑机接口使得直接访问人的大

脑（中的隐私）成为可能，许多神经伦理学家认为这

将促使人类有必要更新基本人权［１２］ ，这就是对隐

私的尊重。
同时，我们也需要用更全面更开阔的视野来分

析这一问题。 在现实中，一些技术的使用必须以让

渡一定的隐私为代价。 通常的医患之间也存在这样

的关系：如果患者为了保留自己的隐私而不将病情

信息充分地告知医生，就可能导致自己的疾病得不

到适当的医治。 脑机接口的使用也与此类似：为了

有效地发挥 ＢＣＩ 的辅助功能，使用者必须让渡自己

的（一部分）隐私。 凯文·凯利（Ｋｅｖｉｎ Ｋｅｌｌｙ）甚至

因这种让渡的好处主张我们改变对隐私的定义和看

法，他把泛在的监控看作是“互相监控”，认为这是

一种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对等的行为。 他还举例说

明人被监控的好处：假设我是个卖菜的，菜市场里的

摄像头可以监控我，同时也会帮我看管财物，这就是

监控的好处。 他还认为隐私只需要有少量的存在，
如果过多保留就会有害，例如，它可能被用来作为逃

避责任的托辞［２５］ 。 这也是一些互联网伦理学所主

张的观点，“如果个人有太多的隐私，社会可能会受

到危害”，因为，“有的人会利用隐私来计划或者实

施违法或不道德行为，很多恶行都是在隐私掩护下

完成的” ［２４］２０５－２０６。
这些主要由互联网带来的关于隐私的不同看

法，也启示我们对脑机接口中的类似问题进行视野

更为开阔的伦理评估。 其实，这种开阔的视野说到

底是寻求平衡的视野：既不能因为脑机接口的使用

而造成人的隐私权受到威胁，也不能因为过度的隐

私保护而弃绝脑机接口的使用，尤其是作为治疗手

段的使用。 这里需要有收益与代价的分析，尽管十

分困难，但也要尽力找好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细化出

哪些隐私是可以公开的，哪些隐私是不能泄露的，在
严格保护必要的隐私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对次要隐

私的管理，以便给新技术的使用腾出空间。 就研发

人员来说，脑机接口技术的设计既要确保其“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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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准性，又不能让技术具有过度侵犯使用者隐私

的功能。 把握好这些平衡点后，再结合知情同意的

原则，使脑机接口的使用者在明确知道隐私风险的

存在及可能波及的程度的前提下，根据代价与收益

的权衡比较而做出自主选择。 在哈斯拉格看来，这
种知情同意甚至也包括在 ＢＣＩ 研究中，应该尽早询

问患者，有关他们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出

版物、会议或新闻发布，这应该成为一项政策［５］ 。

三、超出治疗之外的增强

可以说，起于治疗的脑机接口不可避免地要走

向增强，因为将其用于治疗时就可能形成超出“正
常”标准的增强效果，甚至改变或提升健康的标准。
医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治疗人们健康状况不佳、异
常或令人痛苦的东西。 然而，评估什么被认为是功

能障碍的标准必须重新检查，因为不能简单地参考

物种典型水平的物种典型功能，因为人体的功能可

能会以各种方式发生潜在的改变［２６］ 。 就是说，由
于治疗和增强的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脑机接口

用于治疗时难避涉及增强，进而走向专门的增强。
一旦脑机接口从治疗过渡到了增强，我们自然就会

面临“增强伦理”的问题。
脑机接口的增强伦理，某种意义上更是脑机接

口的独特伦理，它不能违背既有的医学伦理，但又超

出了既有的医学伦理，因为医学伦理主要针对的是

治疗，而增强虽然也可以视为治疗的延展，但毕竟有

性质的不同。 所以，当脑机接口用于治疗时，所遵循

的也主要是既有的医学伦理，但一旦延伸到增强，则
需要建构新的伦理原则。 如同约特兰（Ｆａｂｒｉｃｅ Ｊｏｔ⁃
ｔｅｒａｎｄ）在讨论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时所看到的：对
于治疗，除了与正确使用技术有关的问题（安全性，
风险，避免不必要的伤害，生物相容性等）外，没有

提出新的伦理问题。 当我们超越治疗时，我们进入

了一个未知的道德领域。 由于人类增强（尤其是人

性的改变）观念提出了陌生的伦理挑战，因此有必

要探索其潜在的伦理和哲学含义。 围绕增强和改变

的问题是对我们自己最深刻理解的核心，因此值得

仔细研究［２６］ 。
增强伦理的不同还在于它与治疗的脑机接口相

比较来说，具有“假设性”。 在脑机接口的先驱沃尔

帕（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ｏｌｐａｗ）看来，“恢复或替代自然的神

经系统输出，或改善自然的输出使其等同于没有残

疾的人的那种输出；增强的脑机接口：增强或补充自

然的神经系统输出或提高自然的输出以达到超常的

水平———后者所引起的额外的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是假设的” ［７］４９２。 假设的伦理问题面对的是未

来可能出现的情形，还不具有眼下的迫切性和现实

的可实施、可检验性，其意义也就具有“悬而未决”
的性质。 但即使如此，人们也绕不过这些问题，这或

许是人具有面向未来和未雨绸缪的天性所使然。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增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将

脑机接口用于追求增强是道德的吗？ 因为当脑增强

超出医学目的时，诸如安全，自由，真实性，平等，公
平等道德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损害［２７］ 。 用于增强的

脑机接口因并非必要的治疗且存在巨大风险，可以

想象到的及想象不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如新的不

平等）纷繁复杂，所以面临的道德争议很大。 沃尔

帕认为：“一些可以使人获得更大优势的新技术，具
有加大社会分层乃至分裂的风险，所以贝尔蒙报告

反对利用神经外科手术（植入式脑机接口）来增强

自然中枢神经系统的输出，由此提供了这样做的根

据：推迟 ＢＣＩ 植入没有残疾的人，直到已经基本消除

身体风险，已建立了独特的益处，以及更好地解决了

这些社会问题。” ［７］５０３这里的社会问题无疑包含了

社会分化甚至分裂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缺乏有效

的解决机制，脑机接口用于增强的实施就只能暂缓。
但同时也要看到，追求更强大、更聪明是人的本

能，如果永远限制脑机接口的增强性研发和应用，脑
机融合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技术使人得到新进

化的潜力就可能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人的体力和

智力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

上研发和使用增强性的脑机接口也是道德的。 只不

过，当其在与治疗的用途发生冲突时，当其在安全性

得不到保证时，就一味地追求增强，则是不道德的。
所以脑机接口的增强需要在确保脑机接口安全的前

提下才能进行。
脑机接口在未来作为一种增强技术来使用时，

可能带来的较为尖锐的伦理问题就是使一些人获得

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人处于劣势，从而造成人与人之

间新的不平等。 拉奥列举了一系列由 ＢＣＩ 增强带来

的这类问题：“脑机接口在未来能使人的记忆、感觉

和身体得到增强这一事实，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两极

分化，产生‘有增强’和‘没有增强’两种新类型。 例

如，富人们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在年纪还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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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植入 ＢＣＩ，让他们在心理和身体能力上具有优势。
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 ＢＣＩ 的人毫无疑问会落后，从
而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可能导致更大的贫

富差距。 类似地，一些国家能给他们的公民和士兵

装备 ＢＣＩ，从而对那些无法这样做的国家形成鲜明

的优势，这可能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差距。” ［３］２２１这样，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国家与

国家之间，从而人与人之间形成新的不平等。 获得

ＢＣＩ 赋能的优势群体与未获得这种赋能的“劣势”群
体之间的差距有可能是天壤之别，社会排斥和冲突

由此变得更为激烈和深重，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加剧。
可见，脑机接口的增强伦理与技术的公平使用原则

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性。
不恰当的应用还可能造成增强者的不利于社会

的改变，如某些发达国家的军方正在研究让士兵更

适合执行军事任务的神经技术，这就有可能使这些

士兵的大脑被迫接受脑机接口的干预，并被改变为

更少同情心和更加好战、成为更像“战争机器”式的

人。 这样的人多了，显然对世界的和平、社会的安定

极为不利。 当然，也可以根据其他的需要将人脑变

得更加顺从，这同样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后果，即社会

成员不再有“异见”，也不再有活力。
增强性脑机接口对大脑的改变还可能不只是针

对部分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改

变就是要造就出所谓的“超人类”，这是对人性或人

的本质施加了根本性改变的结果。 接受这一结果就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伦理原则替代传统的伦理原则，
这种新伦理也被称为“物种改变的伦理”，它牵涉到

对一系列问题的“接受度”，如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接

受由增强延伸到“改变”：对人作为自然形成的物种

的一种新的技术性改变，从而在此基础上造就出一

种新物种。 能进行增强和改变的脑机接口技术设备

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 它们是否与“生物成

分”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 我们是否允许将自然造

就的人转变为“技术控制的对象”？ 这其中也包括

了人性改变（即人的“类本质”的改变）的道德接受

度：人性的保持与人性的改变之间具有怎样的张力？
是否可以允许人们无限地改变自己的身体？ 是否需

要以及在何处设置这种人性改变的极限？ 科学界应

该制定进行这种人性改变的标准吗？ 如果应该，那
么根据谁的标准来设定对人性改变的限制［２６］ ？ 这

些可能都是脑机接口用于增强乃至人性的改变时需

要应对的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
通过脑云接口将自我意识和人生经验的记忆上

传到“云端”或别的智能机器载体，或通过脑机接口

对人脑进行扫描和模拟而形成数字大脑，其运行可

以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借助这些手段而实现人的

技术化“永生”，这将是对“人皆有死”的生命观和人

伦观的挑战。 关于永生的追求自有人类以来就从未

止息过，只是源于“有生必有死”的主流信念，对于

不死的永生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幻

想。 一旦脑机接口技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实现了所谓的永生，那么又需要建构一种什么

样的“生命伦理”来对这样的追求或行为加以规范？
进一步看，当人可以以无肉体的信息方式存在并

“活着”时，建基于物质世界的伦理规则需要进行什

么样的改变？ 摆脱了肉体限制的“信息人”的自由

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 信息世界中的信息人之间的

伦理关系如何建构？ 或者说，信息人之间还需要伦

理关系来维系吗？
可见，脑机接口的增强在将我们引向未来的发

展时，也引入了未来的哲学与伦理学新问题，这些并

不现实的伦理问题在当前确实只具有“科幻”的性

质。 但我们知道，脑机接口就正是由科幻变为现实

的典范，诚如哈斯拉格所言：这种对 ＢＣＩ 可能实现的

目标的关注本身并不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没有人期

待在合理的时间内取得重要的进展，ＢＣＩ 就不会像

现在这样是发展最快的领域。 而就与 ＢＣＩ 的道德影

响有关而言，潜在的问题发展需要在它们出现之前

识别出来，以便它们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５］ 。 所以

提前思考未来的用于增强的脑机接口可能产生的道

德伦理问题，对于 ＢＣＩ 健康地走向未来无疑具有引

领或“未雨绸缪”的意义。
总之，应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所面

对的种种伦理难题，既需要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如脑脑沟通以解决知情同意问题），也需要专门的

脑机接口伦理的建立和完善，即在技术努力和伦理

建设“两条战线”上不断提高对上述难题的破解水

平。 同时需要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者、研发者、媒体

等众多参与者的积极协作，在推进新技术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上形成互相支持的关系。 此外，哲学的积

极介入也十分必要，尤其在如何处理脑机接口使用

中收益与风险、隐私保护与病情知晓、治疗与增强、
眼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上，用辩证的眼光和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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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平衡。 只有将应对脑机接口伦理难题的各种手

段和“工具”加以充分地开发和使用，人类才能在脑

机接口时代到来时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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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ｌ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ｔ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ｔ ｆａｃ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ｌｏｓｅ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 ｓｕｐｅｒｈｕｍａｎ＂ ．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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